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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与精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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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皇帝个人专制国家与精耕农业的关系着手
,

运用中国历史的实证资料
,

通过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
、

治水与救荒三个问题的分析
,

指出皇帝专制国家是

中国传统精耕农业得 以运作的平衡机制
。

这一 平衡机制主要在精耕农业的两个层面
,

即生产力的层面与生产关系的层面发生作用
,

由此说明皇帝专制国家对精耕农业的

千预具有全面性
、

广泛性及深刻性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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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

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传统社会相 比有许多特点
。

如中国在秦汉之

时
,

就产生了皇帝个人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以科层制为特点的行政体制
。

这种体制在

产生之 日起
,

就以其主观精神广泛地千预了社会经济
。

因此
,

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发展处处

受到 以皇权为特征的专制国家的强烈影响
,

而表现出中国特色
。

本文力图以中国历史的实证

资料来分析以皇权为特征的专制国家与精耕农业经济的关系
。

一
、

精耕农业的平衡机制

在中国传统社会
,

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
。

从经济方面看
,

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

仅供应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
,

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

从政

治上看
,

繁荣的农业经济是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
,

小农家族是最主要的赋税

摇役的承担者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中国历代专制政权都奉行了重农政策
。

自周代开始
,

中

国历代统治者都要在每年立春前九 日斋戒沐浴
,

至期亲率公卿百官士庶举行藉田亲耕典礼
,

表示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

从战国开始
,

中国走上了精耕农业的发展道路
。

《管子
·

治国》 篇

说
: a

富国多粟生于农
,

故先王贵之
。

凡为国之急者
,

必先禁末作文巧
,

末作文巧禁
,

则民无

所游食
,

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

民事农则田垦
,

田垦则粟多
,

粟多则国富
,

国富者兵强
,

兵强

者战胜
,

战胜者地广
。 ”

相反
, “ 上不利农则粟少

,

粟少则人贫
,

人贫则轻家
,

轻家则易去
,

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
,

则禁不能必止
,

禁不能必止
,

则战不必胜
,

守不必固矣
。

夫令不必行
,

禁不必止
,

战不必胜
,

守不必固
,

命之曰寄生之君
,

此由于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 ” i(( 爵子》

书中的这段重农言论
,

一语道破了精耕农业与专制国家的关系
。

农业是皇权的立国之本
,

是

富国强兵之途
,

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在战国时代
,

各列国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
,

为了达到
“

粟

多
”
的 目的

,

就要做到
“ 田垦

” ,

进行精耕细作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

制国家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
。

李怪治魏提倡
“
尽地力之教

” , “ 治田勤谨
,

则亩益三斗
” 。

( 《汉书
·

食货志》 ) 秦国的 《吕氏春秋 》 一书也十分强调
“ 深耕熟褥

” 。

马克思说
: “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
,

而在另

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
。

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
,

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

,J刁.一,,



的好坏一样
” 。

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
,

正确地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精耕农业的密

切关系
。

在这种关系中
,

专制国家实质上成了精耕农业的平衡机制
。

中国传统农业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
。

要维持这种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的生产与再

生产
,

需要一系列的条件
。

在精耕农业系统中
,

只有一系列的生产条件处于平衡状态之下
,

这种农业的生产与再生产才能运作起来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
对小农民来说

,

只要死一头母 牛

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
。 ” ② 小农家族经营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

生产更是如此
。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
,

那么
,

受土地所有

制状况所决定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

在竞争与垄断机制运作

下的上地所有权的转移
,

经常不断地在改变着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状况
。

这种资源配置

状况的平衡一旦打破
,

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危机就会在顷刻之间暴发出来
。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考察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平衡关系
,

则表现为一系

列的技术因素
、

自然因素的综合
。

诸如选种
、

施肥
、

农具
、

水利
、

抗灾能力等等
,

只要其中有

一个因素出现间题
,

平衡就会打破
,

危机便会 出现
。

所以总括起来说
,

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

业 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
,

它的平衡是极其脆弱的
。

为了维护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

与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

就需要一个维持平衡的机制
。

在中国传统社会
,

皇权及其专制国家就

是一个维持平衡的机制
。

二
、

劳动力与土地资派配皿的调节器

在中国传统社会
,

自秦用商秧之法
,

废井田
,

使民得买卖以后
,

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

断就合法化了
。

中国古代有谚语说
“
千年田八百主

” 。

又有记载说
“
俗语云

: 百 年 田 地 转

三家
。

言百年之内
,

兴废无常
,

必有转售其 田至于三家也
。 ” 这种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的现

象
,

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里追逐土地所有权的竞争是何等激烈
。

而竞争的结果必然产生垄断
,

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表现为土地兼并
。

因为竞争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

自耕农数量逐渐减

少
。

他们出现了分化
,

少数人上升为地主
,

多数人沦为佃农
,

于是就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垄

断集中
,

即土地兼并
。

《汉书
·

食货志》 说
: “ 用商鞍之法

,

改帝王之制
,

除井田
,

民得卖

买
,

富者田连歼陌
,

贫者亡立锥之地
。

又撷川泽之利
,

管山林之饶
,

荒淫越制
,

逾侈以相高
,

邑有人君之尊
,

里有公侯之富
,

小民安得不困?
·

一或耕豪民之田
,

见税什五
。

故贫民常衣

牛马之衣
,

而食犬兔之食
。 ” 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集中

,

使土地资源的配置趋于不合理
,

这就

破坏了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
。

因为
,

自耕农沦为佃农以后
,

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

必须租入更多的土地
,

由此导致

农业生产的粗放化
。

如宋人李靓所说
: “ 贫者无立锥之地

,

而富者田连降陌
。

富人虽有丁强
,

而乘坚驱 良
,

食有梁肉
,

其势不能以力耕地
,

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己
。

贫民之黯者则逐末矣
,

冗食矣
,

其不能者乃依人庄为浮客耳
。 田广而耕者寡

,

其用功必粗
。 ”

( 《李直讲文集》 卷

1 6
, “

富国策
” 二 ) 农业生产的

“
用功必粗

”
就是农业生产粗放化的写照

,

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
,

就会产生恶性循环
。

因为土地所有权垄断集中和农业生产的粗放化
,

使一部分农民从土

地上游离出来
,

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游民阶层
。

这些游 民阶层
,

是佃农的后备军
。

他们的

出现
,

加速了土地租佃权的竞争
,

使地主得以乘机提高地租剥削率
。

而地租剥削率提高以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
,

第65页
。

⑧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 卷
,

第67 8页
.



毕农为了维持生存
,

势必需要佃种更多的土地
,

从而使农业生产进一步粗放化
。

在这种情况之下
,

皇权及其专制国家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
,

必然要充当劳动力与土地资

源配置的调节器
,

力图 如以干预
。

第一
,

推行
“
限田

”
政策

,

抑制土地所有权垄断的集中
。

汉代武帝时
,

董仲舒提出
: “

占

井田法虽难卒行
,

宜稍近古
,

限民名田
,

以澹不足
,

塞并兼之路
。 ”

( 《汉书
·

食货志》 )

汉代哀帝时制订
“ 限田 ”

政策
: “

诸侯王
、

列侯皆得名田国中
。

列候在长安
,

公主名田县道
,

及关内侯
,

吏民名旧皆勿过三十顷
。 ”

( 《汉书
·

食货志》 ) 当然
,

这种
“ 限田”

政策不可

能得到认真的执行
,

其收效甚微
。

第二
,

采取迁徙豪强的措施
,

削弱土地兼并
。

迁徙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到京师和其他地方
,

这样他们只能带走动产而不能带走不动产土地
。

于是专制国家没收其土地
,

分配给农民耕种
。

汉代时曾多次迁徙豪强地主
,

如汉武帝时
“
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 以上于茂陵

” ; ( 《汉书
·

武帝纪》 ) 汉宣帝本始元年 (公元前 73 年 )
“
募郡国吏民资百万 以上徙平陵

” ; ( 《汉书
·

宣帝纪》 ) 汉成帝鸿嘉二年 (公元前 19 年 )
“
徙郡国豪杰资五 百 万 以 上五千 户 于 昌 陵

”

( 《汉书
·

成帝纪 》 )
。

这些措施
,

对于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
,

调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

配置虽有一定意义
,

但只是局部地解决矛盾
,

难以推广到全国
。

第三
,

采取限制商人占有土地的政策
,

藉此缓和上地所有权垄断的集中趋势
。

商业资本

赢利后
,

其利润转化为土地所有权
,

由此加剧了土地所有权垄断的集中趋势
。

为了缓和这种

趋势
,

有时皇权及其专制国家便采取限制商人占有土地的政策
,

如西汉时有政策规定
: “ 贾

人有市籍
,

及家属
,

皆无得名田
,

以便农
,

敢犯令
,

没入田憧
” 。

( 《汉书
·

食货志》 ) 其实
,

商人阶层只是兼并土地的一个因素
,

所以
,

限制商人占有土地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

第四
,

在危机时期
,

皇权及其专制国家往往通过财政经济改革来打击土地兼并
。

如北宋王

安石改革时的方针就是
“ 以农事为急

,

农以去其疾苦
,

抑兼并
,

便趣农为急
” 。

( 《续资治通

鉴长编》 卷 2 2 0 )
。

王安石的许多改革措施
,

都是围饶着 “ 抑兼并
”
的主题而展开的

。

再如明

代张居正的改革亦是如此
。

张居正认为
: “ 夫民之亡且乱者

,

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
,

豪

强兼并而 民贫失所故也
。 ” “ 私家日富

,

公家 日贫
,

国匾民穷
,

病实在此
” 。

( 《张文忠公

全集》 书犊 6 )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
,

他不顾豪强地主的反对
,

于万历六年 (公元 1 5 7 8年 ) 下

令清丈全国土地
,

企图通过均平赋役负担来抑制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
。

综上所述
,

专制国家的上述政策对于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
,

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

但是
,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间题
。

随着竞争与垄断机制的继续运行
,

土地所有权垄断集中趋

势的进一步展开
,

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就被打破
。

此时
,

维持整

个传统社会生存的基础就发生了动摇
。

于是
,

就暴发社会动乱
。

在社会动乱中
,

农民起义用

武力荡涤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集中
。

至一个新王朝的建立
,

再次建立起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

生产与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

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就是在这种经济周期中断断续续地发展着
。

三
、

治水

皇权及其专制国家作为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平衡机制
,

不仅
.

以劳

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方面来维护平衡条件
,

而且还从生产力方面来维护平衡条件
。

农业生产与水的关系至为密切
,

精耕农业对水利的要求更高
。

没有适当的水利
,

就无法

保证单位面积的高农业产出
。

在中国传统社会
,

社会根本没有能力来保障精耕农业对水利的

需求
,

于是这个任务便由皇权及其专制国家来承担
。

自战国起
,

历代专制国家都十分重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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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业
。

如战国时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

魏文侯时邺令西门豹凿渠十二
, “ 引漳水

灌邺
,

以富魏之河内
” ; 秦国的郑国渠

, “
凿径水自中山西邸瓤口为渠

,

并北山东注洛三百

余里
” , “ 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

,

收皆亩一钟
,

于是关中为沃野
,

无凶 年
,

秦 以 富 强
” ;

( 《史记
·

河渠书》 ) 还有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
, “

灌溉三郡
,

开稻 田
,

于是蜀沃野千里
,

号为陆海
。

早则引水浸润
,

雨则杜塞水门
。

故记 日
:

水早从人
,

不知饥谨
,

时无荒年
,

天下

谓之天府也
。 ”

( 《华阳国志》 ) 秦统一后
,

又修建了
“ 灵渠 ” 。

西汉武帝时
,

兴修的水利

工程有渭潜渠
、

龙首渠
、

六辅渠
、

白渠等
。

如白渠修成
,

溉 田达四千五百余顷
,

民间颇得其

利
,

有歌谣称颂道
: “

郑国在前
,

白渠在后
;
举雷为云

,

决渠为雨 ; 径水一石
,

其泥数斗 ,

且溉且粪
,

长我禾黍 ; 衣食京师
,

亿万之口
。 ”

( 《汉书
.

沟恤志》 ) 隋代大一统
,

皇权及其

专制国家所兴修的水利工程可谓空前
,

其规模之巨大
,

项 目之众多
,

都是前代所未有的
。

隋

代兴修的最大水利工程有三个
,

即广通渠
、

通济渠
、

永济渠
。

这三大工程建成后
,

南北东西

的水运互相连接
,

嘈运 自是极为便利
,

而沿岸农田也得到灌溉的利益
。

唐代
,

专制国家对水

利事业更为重视
,

在尚书省的工部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
, “

掌天下川读破池之政令
,

以

导达沟恤
,

堰决河渠
,

凡舟辑灌溉之利
,

咸总而举之
。 ”

( 《唐六典》 卷 7
, “

尚书工部
”

)

另外
,

还设有都水监的督水使者
,

掌管河渠修理与灌溉事业
, “

凡京蔑之内
,

渠堰破池之坏

决
,

则下于所 由
,

而后修之
。

每渠及斗门
,

置长各一人
,

至溉田时
,

乃令节其水之多少
,

均

其灌溉焉
。

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
,

岁终
,

录其功以为考课
。 ” ( 《唐六典 》 卷 23

,

“
都水监

”
) 在这些专门机构管理下

,

唐代兴修了不少水利事业
,

成就十分可观
。

这些水利

工程
,

或缘古渠旧破而重修
,

或因需要而新建
,

至于前代原有阪渠而未毁坏的自是继续加以

利用
。

① 这些水利工程在维持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平衡过程中
,

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
。

宋代建都汁梁
,

首先对汁梁周围的河渠如汁河
、

惠民河
、

广济河等进行疏浚
。

其次

是治理黄河
,

年年修复决 口
、

缮治河堤
,

但收效甚微
。

王安石变法时
,

在全国各州
、

郡
、

县

展开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
,

自熙宁三年系九年 (公元 1 0 7 0一 1 0 7 6年 )
,

全国各路兴修水

利工程
“
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

” ,

水利田
“ 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

” 。

( 《宋史
·

食货志》 ) 另外
,

在唐宋时期
,

长江下游地区通过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方法
,

建立了塘浦抒

田系统
,

使该地成为全国的一个大粮仓
。

元明清三代
,

兴修水利也仍是专制国家的一个重要

任务
。

如清代颇有作为的康熙帝对兴修水利十分关注
,

曾多次亲临黄河视察
。

他晚年时说
:

“
联于河务留心最切

,

经历最深
,

往年屡次阅河时
,

精力尚强
,

亲乘小舟
,

不避水险
,

各处

周览
。 ”

并说
: “ 今四海太平

,

最重 者 治 河 一事
。 ” ② 当然

,

像康熙帝那样关心治水事业

的君主
,

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是凤毛麟角而 已
。

但大多数想稳定天下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
,

对治水事业表示关心
。

综上所述
,

由于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利用行政手段
,

调集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

财力
,

因此能够十分有效地组织力量
,

在较短的时间内兴修一系列水利工程
,

为精耕细作的

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提供水利方面的保证
。

但是
,

又由于这种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体制是

建立在皇帝专制的基础之上
,

因此
,

水利事业的兴衰往往又与皇帝个人执政的勤倦好恶相关
,

又与官僚政治机器的清明腐败有关
。

由此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利事业忽兴忽衰
,

兴衰无常

的特点
。

另外
,

因为嘈运历来是皇权及其专制国家的命脉所系
,

历代专制国家在兴修水利工

① 参看 《新唐书
·

地理志 》 。

② 参看王先谦 《 东华录》 卷 108 ; 蒋良琪
: 《东华录》 卷 18

。



程之时
,

往往优先考虑的就是那些写嘈运有关的水利工程
。

四
、

救荒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 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

,

它直接在 自然的环境中进行
。

我国疆域主要

处于温带
,

地大物博
,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
。

但我国 自然条件对

农业生产并不总是有利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甚至是严峻的
。

例如黄河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
,

而且降雨集中在秋季
,

春旱多风
,

秋季又易发涝 灾
。

而长江下游在历史上更是 自然灾害频仍
。

但是
,

人类的发展本来就是一部适应自然
、

改造 自然的历史
。

人类正是由于能够依靠社会群

体的组织力量来改造自然
,

才适应了自然的种种变迁而生存下来
,

发展起来
。

所以
,

只有在

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不能有效地抵御 自然界的异常变化之时
,

这种 自然界的异常变化才会影

响
,

乃至危及人们的生活
。

灾荒
,

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
。

天灾与人祸
,

是

一对孪生姐妹
。

中国历史上 自然灾害有水灾
、

蝗灾
、

风灾
、

雪灾
、

疫灾
、

霜灾
、

雹灾
、

地震
、

地沸等等
。

据历史记录估计 (见
“
中国灾荒统计表

”
)

,

自西周至清末约三千年间
,

共发 生 灾荒 516 8

次
,

平均每年发生 1
.

7 23 次灾荒
。

从中国灾荒统计表显示的数字来看
,

年平 均 发生灾荒的次

数呈递增状态
。

如秦汉时年均发生灾荒仅 0
.

85 2次
,

至唐代 增 至 1
.

7 06 次
,

宋代为 2
.

7 40 次
,

明代增至 3
.

7 87 次
,

清代乃最高值
,

为4
.

1 83 次
。

这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有效抵御自然界的异常

变化能力在不断衰退
。

当然
,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从社会方面找原因
,

战争对 自然环境

的破坏
、

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对生态的负面影响
、

专制国家对经济千预的失误及水利设施

的衰退等等都是造成灾荒频繁的原因
。

中国灾荒统计表 单位
:
统治年数为

`

年
” ,

灾害为
“

次
,

刃住资料来源
: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

。

灾荒的出现
,

使农业减产
,

甚至颗粒无收
。

农业的歉收
,

又产生了一大批灾民
,

造成部

分小农家族的破产和游民问题并加速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集中趋势
。

这一切都会破 坏社 会稳

定
,

甚至暴发社会动乱
。

,

母3
.



针对上述情况
,

历代专制国家都对灾荒作出反应
,

将救荒作为 专 制 国 家的一项签本职

能
。

但是
,

在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之下
,

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
,

因此
,

皇

帝个人对灾荒的反应
,

就决定了整个专制国家对灾荒的态度
。

如有些昏庸的皇帝
,

对灾荒无

动于衷
,

只管自己在深宫之中享受荒淫生活
。

西晋时惠帝司马衷听到百姓多被饿死
,

竟反问

臣下为什么不吃肉粥
。

(参看 《晋书
·

惠帝纪》 )有的皇帝无所作用
,

对灾荒只是作出消极反

应
,

做做表面文章
,

敷衍了事
。

也有少数皇帝
,

励精图治
,

对灾荒情况关心备至
,

积极反应
,

不但在灾前作充分准备
,

在灾中积极救荒
,

而且灾后还要采取种种措施
,

恢复生产
。

可惜这

样的皇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寥寥无几
。

一般说来
,

历代专制国家面对灾荒来临首先采取娠济措施
,

对灾民进行临时性的救济
,

发放粮食和衣物
,

以济燃眉之急
。

如汉文帝后元六年 (公元前 1 5 8年 )
“
夏

,

大 旱 蝗
,

· ·

…

发仓庚
,

以贩民
” ; ( 《汉书

·

文帝纪》 )再如唐代
“ 开元十 五 年 (公元 7 27 年 ) 八月

, … …

河北州县水灾尤甚
, … … 令所司量支东都租米二十万石娠给

” 。

( 《康济 录 纪》 ) 这 是直

接向灾民发放粮食
,

聊补无米之炊
。

对于逃荒途中的饥民
,

为之煮粥
,

加以娠济
。

同时
,

也

发给灾民一些衣物
,

如汉元帝初元二年 (公元前 4 7年 ) 七月诏 日
: “

岁比灾害
,

民有菜色
,

惨恒于心
。

已诏吏虚仓凛
,

开府库贩救
,

赐寒者衣
。 ”

( 《汉书
·

元帝纪》 ) 也有娠银
、

钱

钞的
,

如东汉
“
永建三年 (公元 128 年 )

,

春正月丙子
,

京师地震
,

汉阳地 陷裂
。

甲午
,

诏

实覆伤害者
,

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
” 。

( 《后汉书
·

顺帝本纪》 )明代
“
洪武二十五年 (公

元 1 3 92年 )
,

令山东灾伤去处
,

每户给钞五定
” 。

( 《续文献通考》 ) 还有一种贩济形式
,

称为工贩
。

如唐代鼓宗时
, “

李频迁武功令
,

有六门堰嵌废百五十年
,

方岁饥
,

频发官磨庸
一

民浚渠
,

按故道厮水溉田
,

谷以大捻
” 。

( 《新唐书
·

李频传》 ) 宋代
“ 熙宁六 年 ( 公 元

1 0 7 3年 ) 九月壬寅
,

置两浙和镶仓
,

立敛散法
,

发常平钱解
。

戊申
,

诏募饥民修农田水利
” 。

( 《宋史
·

神宗本纪》 ) 通过工贩
,

一方面救济了灾民
,

同时又把灾民组织起来
,

兴修水利
,

既增强了抗灾能力
,

又为来年丰收作了准备
。

这是一种较好的办法
。

但是
,

面对饮砰遍野的

灾情
,

贩济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 已
。

其次是专制国家派遣官吏
,

组织抗灾
, “ 至于旱伤

,

则有车序之利 ; 蝗蜻
,

则有捕痊之

法
” 。

(朱熊
: 《救灾补遗》 ) 如西汉

“
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

,

郡国大早
,

蝗
,

遣使者捕

蝗
。

民捕蝗诣吏
,

以石斗受钱
” 。

( 《汉书
,

平帝纪》 ) 宋代时
,

曾颁布捕蝗立法
,

甚至还

动员官僚机器开展灭蝗
。

熙宁八年 (公元 1 0 7 5年 ) 八月
,

宋神宗下除蝗之诏
: “

有蝗蜻处
,

委县令佐躬亲打扑
。

如地方广阔
,

分差通判
、

职官
,

监司
,

提举分任其事
,

仍募人得蜿五升
,

或蝗一斗
,

给细色谷一斗
。

蝗种一升
,

给粗色谷二升
。

给银钱者以中等值与之
。

仍委官烧瘫
,

监司差官覆按
,

倘有穿掘扑打
,

损伤苗种者
,

除其税
,

仍计 价 官 给 地主钱数
。 ”

( 《康济

录》 ) 当然
,

这些诏令要落到实处
,

还需要各级地方官吏尽职尽力
。

假如他们玩忽律令
,

置

民痪于不顾
,

则有因捕蝗而骚扰农业生产
。

明代宣德五年 (公元 14 3 0年 )
“ 遣使捕歌内蝗

。

谕户部曰
: “
往复捕蝗之使

,

害民不减于蝗 ! 宜知此弊
” 。

( 《通槛纲 目三编》 ) 即是一例
。

但总的说来
,

专制国家派遣官僚
,

组织民众抗灾
,

终比消极无为
、

束手待毙为好
。

再次
,

灾荒过后
,

专制国家还采取种种措施以恢复农业生产
,

现举其擎举大端者言之
。

(一 ) 减免赋税
。

如汉宣帝本始主年 (公元前71 年 ) 五月
, “ 大早

,

郡 国伤早甚者
,

民

毋出租赋
” 。

( 《汉书
·

宣帝纪》 ) 唐代时规定
: “

水
、

早
、

霜
、

蝗耗十四者
,

免其租 ; 桑

麻尽者免其
一

询 ; 田耗十之六者
,

免租调 , 耗七者课役皆免
” 。

( 《新唐书
·

食货志》 ) 这是



视灾情之轻重
,

定免赋税之多少
。

清代康熙四十九年 (公元 1 7 1 0年 ) 规定
: “ 嗣后凡遇豁免

钱粮
,

合计分数
,

业主镯免七分
,

佃户镯免三分
,

永著为例
” 。

( 《清 圣 祖实录》 卷 2 4.4)

纵观前后变化
,

减免赋税的措施越来越精致
,

这说明专制国家干预经济的技巧有了发展
。

(二 ) 放贷农本
。

灾荒过后
,

农民的再生产能力遭到损失
,

此时专制国家大多对农民放

贷农本
,

诸如种子
、

耕牛
、

农具
、

资金之类
。

如西汉昭帝始元二年 (公元前 85 年 ) 三月
,

遣

使者贩贷贫民无种食者
。

秋八月诏曰
: “

往年灾害多
,

今年蚕麦伤
,

所 贩 贷 种
、

食
,

勿收

责
。 ”

( 《汉书
·

昭帝纪》 ) 清代康熙二十八年 (公元 1 6 8 9年 ) 哉辅荒欠
,

次年春耕
,

农民

“
其籽粒牛具

,

恐多匾乏
” ,

专制国家遵照康熙帝的命令
, “

穷民有不能自备牛种等项者
,

该府督率有司劝谕捐输
,

及时分行助给
,

务令田畴遍得耕褥
,

毋致稍有荒芜
” 。

( 《东华录》

康熙朝
,

卷达5 ) 专制国家放贷农本的目的在于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

最后
,

为了预防自然灾害的袭击
,

历代专制国家还建立各种仓储制度
,

积谷防饥
。

汉代

文帝时
,

采纳晃错积粟的建仪
,

建立了常平仓
。

常平仓的主要功能是
“ 以谷贱时

,

增其贾而

来
,

以利农 ; 谷贵时
,

减贾而巢
,

名日常平仓
” 。

((( 汉书
·

食货志 )}) 这个制度建立后
,

专

制国家掌握大量的粮食储备
,

对于娠济灾民
,

平抑粮价
,

抑制商人屯积居奇
,

使不致 “ 谷贱

伤农
,

谷贵伤民
” ,

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自汉以后
,

历代专制国家都建有常平仓
,

说明该

制度确有功效
。

自隋代起
,

又有义仓 (又名社仓 ) 的设置
。

开皇五年 (公元 5 85 年 )
“ 令诸 州 百姓及军

人
,

劝课当社
,

共立义仓
,

收获之 日
,

随其所得
,

劝课出粟及麦
,

于当社造仓储之
,

即委社

司执帐检校
,

每年收积
,

勿使损败
。

若时或不熟
,

当社有饥谨者
,

即以此谷贩给
” 。

( 《隋

书
·

食货志》 ) 义仓之设
,

在补官仓之不足
,

由民间劝募
,

在每年收获后 自由捐助所产粟麦
,

一般在一石以下
,

贫富有差
,

即在当社置仓储存
,

由社司 (乡官 ) 负责管理
,

因仓设在当社
,

故又名社仓
。

由于义仓在社
,

遇灾能及时救荒
,

可补官仓
“ 远水不能解近渴

” 的缺陷
。

以后
,

历代各地均有义仓的设置
,

由此增强了对于灾荒的应变能力
。

综上所述
,

皇权及其专制国家在救荒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当然
,

由于每个皇帝

的政治偏好不同
,

对灾荒的关心程度不同
,

这直接影响到救荒工作的成效
。

同时
,

由于专制

国家的官僚政治机器其廉洁程度的不同
,

行政效力的不 同
,

也对救荒工作造成种种影响
。

但

总的说来
,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
,

尚能集中分散的小农家族的力量
,

来及时救荒和抵御自然灾

害
,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

中国历史上虽然灾荒频繁
,

但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欧十四世纪
“
黑

死病
”
流行那样的大灾荒

,

这与皇权及其专制国家干预农业经济
,

及时救荒不无关系
。

总之
,

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的一 个 平 衡机

制
。

通过皇权对农业经济的干预
,

维持了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种种平衡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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